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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匹配对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影响研究：
多个模型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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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往探讨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研究忽视了组织环境中一些长期稳定的因素，也缺乏从人与环境交互的角度来
考虑员工的行为策略。文章试图探索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对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影响，并考虑员工变革承诺在这一
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来自总共297份问卷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价值观匹配能够显著影响员工应对变革的策略选择，
而员工变革承诺则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结论提醒企业的管理者可以通过预社会化和社会化的策略
提高员工与组织的价值观匹配，以引导员工在变革中的应对策略选择。

［关键词］ 组织变革；应对；价值观匹配；变革承诺
［中图分类号］ F2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7—5097（2012） 08—0147—05

Study on Influence of Value Matching on Employee Coping with Organizational Change:
A Comparison on Multiple Process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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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on employees’coping with organizational change ignore some stable factors in organization，and
those rarely study employees’behavi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environment interaction．This paper endeavors to ex⁃
plore the influence of value matching on employees’ coping and to discuss the role of employee’s commitment to organization⁃
al change in that process．Analysis result from 297 valid questionnaires shows that value matching affects coping strategies sig⁃
nificantly．The effect is partially mediated by employee’s commitment to change．These conclusions suggest that supervisors
may promote person-organization value matching by pre-social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 tactics so as to influence employees’
coping strategy during organization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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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企业要保持活力就必须变革，在此过程中，组织员工对

变革的反应至关重要。过去的数十年间，员工参与变革、领

导者身体力行和变革信息公开等变革情景因素被考虑到员工

应对组织变革的研究中［1］。但是将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

后，变革的成功率依然非常之低，越来越多的员工无法承受

不断变革的压力。这种理论与实践上的矛盾让研究者反思变

革信条的充分性和适用性。唐杰 （2010a） 的综述就指出，

现有员工应对变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因素和变革情境对

员工应对的影响，许多组织环境中长期存在的因素尚未被纳

入研究模型，员工应对的过程也没有探讨个人差异与环境因

素的交互作用［2］。为了弥补这一领域研究的缺陷，丰富组织

变革管理的策略，本文第一个研究目标就是探讨并检验员工

—组织价值观匹配作为一种组织与员工间相对稳定的因素对

员工应对组织变革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唐杰 （2010b） 的理

论研究进一步指出，组织稳定因素相比变革情境因素，对于

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影响机理可能会有所不同［3］。在以往的

应对研究中，员工对情境的评价、个人情绪被认为会影响其

应对变革的策略，而承诺和工作满意等态度因素则被视为应

对策略的结果。但 Herscovitch 和 Meyer （2002） 的研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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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员工的变革承诺可以被视为引发其主动支持变革的最重

要因素［4］。这种因果差异可能正是由于情境因素和组织稳定

因素对应对过程影响机理的不同所造成的。因此，本文第二

个研究目标就是探索员工变革承诺在价值观匹配影响员工应

对过程中的作用。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与员工应对组织变革
基于Lazarus和Folkman （1984） 的压力和应对的认知现

象模型 （cognitive - phenomenological model of stress and cop⁃
ing）［5］，人格特质、认知评价和变革情境等因素被考虑到对

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过程中 ［1，6］。一般而言，学术界将这些

影响因素分为稳定因素 （stable factors） 和情境因素 （situa⁃
tional factors） 两类［5］。情境因素是指在特定变革情境中任何

可能使个体产生压力的因素；而稳定因素，是指那些内部

（心理） 或外部的 （社会的） 能够跨情境、相对稳定地影响

个体应对选择的因素，比如个性特征或者组织文化等。在以

往的研究中，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被大量研究证实能够预

测组织员工的态度和行为［7］。如果将其纳入到员工应对组织

变革的过程模型中来考虑，这种价值观的匹配可以被视为一

种较为稳定的影响因素。Sawang、Oei和Goh（2006） 的研究

也指出，个体不同的价值形态会对他们的压力应对策略产生

影响 ［8］。根据人—环境互动 （person-environment，P-E） 理

论的观点，当个体与组织之间拥有相似的价值观时，就会从

相同的角度来认知变革事件，从而对变革发生的缘由采用相

同的解释方式，而相同的解释方式就会降低员工面对变革时

的不确定感和矛盾感，这种互动的过程能够证明和强化员工

本身的信念和情感，并往往通过员工正面的态度和行为表现

出来，从而不断改善个人和组织之间的关系［9］。但价值观匹

配在变革情境下对员工行为的影响效应目前还缺乏实证数据

的支持，而所导致的员工行为的方向在理论上也还存在争

议。虽然支持P-E观点的研究者一般认为人们会为他们所认

同的组织付出自己的努力，从而表现出对组织目标实现有利

的行为。但基于 Schneider 等人 （1987，1995） 提出的 ASA
（吸引—选择—摩擦，Attraction-Selection-Attrition） 理论的

观点则认为，虽然价值观的匹配可以使员工具有较高的工作

满意度，并带来较好的沟通以及较少的人际冲突，但也会导

致组织由于过高程度的同质化而缺乏灵活性，以至于会排斥

通过变革来适应环境的变化［10］。那么在组织和员工价值观匹

配程度很高的组织中，员工可能会因排斥异质化而抵制变

革，从而采取不利于组织变革的负面行为策略。基于社会控

制理论的观点则从约束力和心理压力的角度考虑这种影响方

向：认为个体在组织中的行为会受到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力量

的约束，当员工对于自身行为的约束与组织的要求差异越

大，即员工与组织的价值观匹配度越低时，内部控制的约束

就越小，也就需要更强的外部控制［11］。而当员工感知到越强

的外部控制时，就会报告越强的压力感和倦怠，这样的员工

更倾向于采用消极的应对［12］。反之，当员工与组织的价值观

匹配度高时，员工越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

虽然组织可能因为同质化的问题而不选择变革，但组织在

实施变革的既定情境下，与组织匹配程度越高的员工会更倾向

于采取对组织目标实现有利的行为。也就是说，ASA模型阐述

的是组织选择变革与否的问题，而P-E和社会控制理论能够更

好地解释员工在变革中的行为取向问题。本文所探讨的员工应

对策略，在以往工作环境下的研究中多采用正、负面两维度的

划分方式 （例如，引导和抵制［13］，控制和逃避［1］，积极和消

极［14-15］）。综合上述的理论阐述，可以建立以下假设关系：

假设 1：价值观匹配与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策略显著相

关，即价值观匹配度越高就越可能在变革中采取积极的应对

策略，而越少采用消极的应对策略。

（二） 变革承诺的中介作用
变革承诺是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会约束个人去

执行一系列被认为是成功实施变革所必须的活动［4］。Hersco⁃
vitch和Meyer （2002） 指出区分一般的组织承诺和员工变革

承诺的意义在于能够更具体和有针对性地预测员工对组织变

革的反应，它们两者的核心属性是一致的，都是一种个人与

特定活动或目标的心理联系［4］。因此，在许多针对组织承诺

的研究中所得到的关于前因 （比如组织气氛、文化） 和结果

（比如离职倾向、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 的研究结论都

可以借鉴来探讨其与员工组织变革承诺的关系，但他们之间

的具体关系需要在组织变革的环境下重新检验。现有的实证

研究结果有力地证明了价值观匹配是组织承诺的一个重要决

定因素 ［16］。Verquer等人 （2003） 基于 21项研究的元分析证

实了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对员工工作满意、组织承诺和离

职倾向的预测作用，表明这种预测作用具有的跨时间、跨文

化和跨行业的稳定性［17］。这种预测作用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的

角度来理解，当个体与组织之间拥有相似的价值观时，就会

从相同的角度来认知变革事件并导致对变革发生的缘由采用

相同的解释方式，而相同的解释方式就会降低员工面对变革

时的不确定感和精神负担，这种互动的过程能够证明和强化

员工本身的信念和情感从而不断改善个人和组织之间的相互

关系，最终反映为较高的员工变革承诺。据此，本文建立以

下假设关系：

假设 2：价值观匹配与员工变革承诺显著正相关，即价

值观匹配度越高的员工就越可能有高的变革承诺。

另一个方面，在以往的研究中，承诺被证实能够预测的

个体的行为既可以非常宽泛 （比如一系列工作相关的行为），

也可以非常具体 （比如留下或离开）［18］。就变革承诺而言，从

其定义就可以得知，具有高变革承诺的员工被预期会更多表

现出支持变革的相关行为和更少抵制变革的相关行为［16］。其

影响机理可以理解为，当个人—组织的价值观匹配程度高

时，员工会感知到自身所认同的行为方式也同样是组织所鼓

励的，这样员工就很可能会对组织的变革目标、程序和相关

活动也产生认同，从而建立起与变革事件的正面心理联系。

这种心理联系所产生的强制力会促使员工积极去解决变革中

出现的问题。Herscovitch 和 Meyer （2002） 的实证检验也证

实变革承诺对员工支持变革的相关行为具有正向的影响 ［4］。

据此，本文建立以下假设关系：

假设 3：员工变革承诺与其应对组织变革的策略显著相

关，即变革承诺越高的员工就越可能在变革中采取积极的应

对策略，而越少采用消极的应对策略。

假设 4：员工变革承诺在价值观匹配与应对策略的关系

中起到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 样本描述
本研究的数据需要在近期确实发生过变革的组织中收

集，以保证被试对压力环境的真实感知，因此设计实验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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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随机抽样都难以达到数据要求。综合考虑研究需要，

本研究采用目前学术界流行的便捷抽样和定额抽样相结合的

方法 ［19］，通过以下两个渠道获取数据：一是发放纸质问卷，

在最近一年内发生组织变革的组织内收集相应的研究数据；

二是依托在线调查平台使用电子问卷收集研究数据①。在初

测前的访谈工作中，不少受访者表示组织变革的调查较敏感

且对被试知识水平的要求较高。因此在纸质问卷的收集过程

中，作者请具有管理学专业背景的委托人在小范围收集数

据，问卷除字面强调数据仅供研究之外，还需委托人进行口

头解释以消除泄密疑虑并对内容释疑。最后请被试使用研究

者提供的信封封存并自行寄回。在网络调查方面，通过委托

人采用滚雪球抽样 （snowball sampling） 的方式收集数据②。

截至2010年6月1日，共获得245份纸质问卷以及112份电子

问卷。其中纸质问卷来自厦门、泉州、广州、上海、西安和

福州共 13家组织，而电子问卷来自 26家在过去一年中经历

不同程度变革的组织。在仔细录入和筛选后，本次研究共得

到有效问卷 297份。其中，有效纸质问卷 191份，有效回收

率为65.9%；有效电子问卷106份，有效回收率94.6%。

从调查样本的分布情况来看，男性员工占 59.1%，年龄

25 岁及以下占 14.1%，26-30 岁占 52.2%，31 岁及以上占

33.7%；工作年限3年及以下占29.0%，3-5年占28.3%，6年

及 以 上 占 41.1%； 学 历 为 大 专 及 以 下 占 23.6%， 本 科 占

45.5%，硕士及以上占30.9%；从组织性质来看，以事业单位

和国有企业居多，分别占到 31.0%和 30.0%，外资企业、民

营企业和政府部门分别占 20.9%、10.8和 7.4%，样本具有较

好的代表性。

（二） 测量量表
本文采用间接测量的方法来测量价值观匹配，要求被试

分别评估个人和组织的价值观特征，然后通过计算差异分数

（difference scores） 来比较价值观的匹配度③。测量量表采用

陈卫旗 （2009） 基于“竞争性价值模型”开发的16条语句的

中文量表，包括人群关系、开发系统、内部过程和理性目标

四个因子［21］。

对于员工应对组织变革，采用唐杰 （2010c）［14］ 修订的

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测量量表，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

个维度共33条语句。

对于组织变革承诺，采用Herscovitch和Meyer （2002）［4］

提出的情感性变革承诺、持续性变革承诺和规范性变革承诺

的三维结构及12条语句测量量表④。

研究采用的测量量表在唐杰 （2010c）［14］ 前期的研究中

全部经过中文语境的提纯和初测修订，统一采用 5点的里克

特量表，从1（很不同意） 到5（很同意）。

四、数据分析

（一） 信度和效度分析
在信度检验方面，本研究使用SPSS18.0作为数据处理工

具，结果表明，价值观匹配、变革承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

对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值分别为 0.919、0.834、0.860和

0.812，均大于 0.8，说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在效度

检验方面，本研究使用AMOS18.0软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

分别对各量表的因子结构、效度及四构念间的区分度进行检

验。根据 Meyers、Gamst 和 Guarino （2006） 的针对性建议，

采用卡方值 （χ2）、NFI、CFI和RMSEA四项指标来衡量各个

量表的因子结构［22］，各项指标的都达到可接受的水平 （见表

1），说明各量表的因子结构拟合较好。各量表的平均变异数

抽取值 （AVE） 都大于0.5，说明聚合效度较好。

表1 各量表验证型因子分析结果

价值观匹配

变革承诺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df
100
19
19
26

χ2

163.048
41.856
42.057
76.551

NFI
0.936
0.955
0.959
0.938

CFI
0.974
0.975
0.977
0.958

RMSEA
0.046
0.064
0.064
0.081

AVE
0.566
0.539
0.561
0.569

接着比较多个因子模型，结果三因子和四因子的模型都

能够较好地拟合数据 （见表2），出于理论分析的需要，本文

采用了四因子的结构，四个因子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说

明四个构念能够良好地区分开来。

表2 区分效度检验结果

单因子模型

两因子模型a
两因子模型b
三因子模型

四因子模型

df
35
34
34
32
26

χ2

500.726
216.281
192.390
50.450
36.698

NFI
0.700
0.870
0.885
0.970
0.978

CFI
0.713
0.888
0.902
0.989
0.995

RMSEA
0.212
0.135
0.125
0.044
0.030

注：单因子模型：价值观匹配+变革承诺+积极应对+消

极应对；两因子模型 a：价值观匹配+变革承诺、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两因子模型 b：价值观匹配、变革承诺+积极应

对+消极应对；三因子模型：价值观匹配、变革承诺、积极

应对+消极应对；四因子模型：价值观匹配、变革承诺、积

极应对、消极应对。

（二）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相关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3 所

示。价值观匹配、变革承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之间均存

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p < 0.01），这样研究假设1、假设2和假

设3就得到了初步检验。

表3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匹配

变革承诺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均值

3.835
3.234
3.569
2.782

标准差

0.768
0.749
0.768
0.724

匹配

0.364**
0.551**
-0.488**

变革承诺

0.396**
-0.383

积极应对

-0.758**
注：**代表p < 0.01。

（三） 基于结构方程建模的假设检验与结果
本研究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建模的

方法检验研究假设，各模型检验的拟合指标见表4。

首先，检验价值观匹配对员工应对策略的直接影响

（M1），数据初步拟合的结果并不理想（见表 4）。根据AMOS
的MI修正指数提示，释放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潜变量残

差不相关的假设（因为两因子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可能存在更

高阶的因子，在以往的部分研究中，也有将其作为单一因子

来谈论［23］）。调整后，模型M2的拟合结果非常理想。价值观

匹配对积极和消极应对直接影响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618（p <
0.001）和-0.582（p < 0.001）（如图2），因此假设1获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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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员工应对组织变革过程模型

嵌套模型

M1：Fit→CS
M2：Fit→CS

M3：Fit→COM；
COM→CS

M4：Fit→COM；
COM→CS

M5：Fit→COM；
COM→CS；Fit→AS
M6：Fit→COM；

COM→CS；Fit→PS
M7：Fit→COM；

COM→CS；Fit→CS

χ2

177.033
20.570

173.153
102.786
80.936

100.107
36.698

df
18
17
32
31
30
30
29

RMSEA
0.173
0.027
0.122
0.088
0.076
0.089
0.030

CFI
0.885
0.997
0.913
0.956
0.969
0.957
0.995

NFI
0.874
0.985
0.896
0.938
0.952
0.940
0.978

AIC
213.033
58.570

219.153
150.786
130.936
150.107
88.698

注：Fit表示匹配，CS表示应对策略，COM表示变革承

诺，AS表示积极应对，PS表示消极应对；M2是在M1基础

上，增加了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潜变量间残差的相关；M4
是在M3基础上，根据MI修正指数增加了积极应对与消极应

对潜变量间残差的相关。

图1 直接影响模型M2

注：***代表p < 0.001。

其次，为检验员工变革承诺在价值观匹配与应对策略的

关系中的作用，本研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比较多个嵌套模型

（见表4）。模型M3是价值观匹配通过变革承诺影响应对策略

的原始中介模型，各项拟合指标都超过可接受值［22］。

接着，研究根据卡方准则［24］和AIC值的变化来比较多个

嵌 套 模 型 的 优 劣 。 按 照 温 忠 麟 、 侯 杰 泰 和 马 什 赫 伯 特

（2004） 的建议，根据样本量的大小选择卡方统计量的检验

标准［24］，当增加固定参数时，如果卡方值的下降足够多 （一

般来说取△X>X 2
(df,0.01)），就认为新的模型更可取，反之根

据节俭性原则，应选变量间关系更简单的模型。因此，本研

究 取 △X 2 > 12.116 作 为 判 断 标 准 （样 本 量 大 于 250 小 于

500，取自由度为1，α = 0.0005时X2的临界值），根据这一标

准，模型M7是明显拟合最优的模型 （如图2）。

图2 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部分中介模型

注：***代表p < 0.001。

从图 2中可以看出，模型中匹配与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

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509 （p < 0.001） 和-0.463 （p <

0.001），显示了该模型中价值观匹配对应对策略的直接效

应；价值观匹配与变革承诺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408 （p <
0.001），说明匹配对变革承诺的显著正向影响，假设 2得到

验证；变革承诺与模型中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的标准化路径

系数分别为0.269（p < 0.001） 和-0.294（p < 0.001），说明了

变革承诺对积极和消极应对的显著影响，假设 3得到验证；

综上表明价值观匹配除了对应对策略的直接影响外，还通过

变革承诺对应对策略产生显著影响。对积极应对的间接影响

效应为 0.110 （0.269×0.408），对消极应对的间接影响效应

为 -0.120 （-0.294×0.408），假设 4得到验证。在考虑价值观

匹配通过变革承诺对应对策略的影响情况下，其对消极应对

和积极应对的影响依然显著，但路径系数下降 （积极应对从

0.618下降到 0.509，消极应对从-0.582下降到-0.463），表明

变革承诺在匹配与应对策略间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

五、讨 论
经过理论推导和数据检验，本文得到以下两个主要结

论：①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能显著影响员工应对组织变革

的策略选择；②员工变革承诺在价值观匹配影响应对策略的

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当员工感知到自身与组织在价值观

层面上越匹配，其对组织变革就具有越高的承诺，就越可能

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比如直接或有计划地处理变革所产生

的一系列问题；相反，当员工感知的匹配越低，对变革的承

诺就越低，就越有可能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比如逃避或

空想。

研究达到了三个方面的目的：第一，首次检验了价值观

匹配在员工应对组织变革时所起的作用。价值观匹配作为个

人与组织之间的一种较为稳定的交互因素被证实能够反映员

工在组织变革中的应对策略差异。因此，本文的研究使压力

应对理论在组织变革领域的应用得到了丰富，也为将来更多

组织因素被考虑于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支

撑。第二，印证了Herscovitch和Meyer（2002）［4］关于员工变

革承诺能够预测员工变革应对的理论阐述。第三，在压力和

应对的认知现象模型基础上丰富了态度型变量在员工应对变

革过程中的作用，价值观匹配-变革承诺-应对策略的过程模

型也为组织稳定因素对于员工应对的影响可能有别于情境因

素的作用机制提供了一个佐证。

虽然根据不同的理论观点，匹配与组织效能之间的关系

尚存在争议，但本文的研究结果起码说明了匹配度高的员工

在变革中会积极应对，而匹配度低的员工则相反，而前者正

是管理者所期望的。研究的结论为管理组织变革提供了新的

思路：既然过往的研究已经证实员工不同的应对策略会导致

其绩效和离职与否的显著差异 ［1，6］，而员工又很少会直接表

现出对变革的支持或反对［25］，那么如果员工能够积极应对个

人的实际问题和工作压力，对于组织而言就是莫大的帮助。

基于这样的推论，管理者可以通过社会化的策略来建立员工

和组织在价值观层面上的匹配［21］，从而提升变革活动的效率

和变革成功的可能性。当然，价值观匹配相比操控性更强的

变革情境因素而言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立的，有一个较长

的时间跨度，如果将其作为一种针对性的变革准备措施，并

不能说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但对于那些处于动荡环境中的组

织而言，组织的变革经常性地发生，准确把握每一个变革的

特征并保持对变革情境的控制会让管理者应接不暇。相比而

言，管理者通过预社会化和社会化的策略提高员工与组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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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上的匹配就是更为持久而有效的措施。

最后，本研究在数据收集方面也存在一些局限，一方

面，在测量员工的价值观匹配感和变革承诺的关系时可能受

到一定程度同源偏差的影响。但Cable和 Judge （1997） 的研

究指出，只要个人主观感知到匹配，那匹配就是存在的，就

能够对员工行为产生远大于实际匹配的影响［26］。因此目前匹

配的相关研究还是多采用单一来源的自陈式报告，即使存在

偏差，反映的也是真实的而不是人为的偏差。另一方面，因

为员工在变革中的反应可能有阶段性的差异，今后的研究应

尽量争取在正发生变革的组织中收集多个时间点 （比如变革

前、变革中和变革后） 的数据。

［注 释］
① 网上的电子问卷增加了一条过滤语句：“您在过去一年中

是否经历过上述的组织变革？”
② 现场调查可以很好地保证样本数量和对组织变革类型代

表性的控制，而网络调查能够更好地保证匿名性从而避免
不必要的偏差，并提高研究多样性和覆盖，两者相结合有
利于综合两方面的不足，提高研究的有效性[20]。

③ 差异分数的计算方法是取个人和组织价值观分值的差的
绝对值（取值范围是 0-4），本文为了数据显示符合传统阅
读习惯，在计算获得差异分数的基础上，对数值进行了转
换（用5减去初始数值，获得取值范围为1-5的分值），最终
用于计算的取值，分值越大代表匹配程度越高。

④ 由于Herscovitch和Meyer（2002）在他们的理论研究中指出
持续性变革承诺并不能很好地预测员工自主的（discretion⁃
ary）行为，所以本文的数据收集实际上只包括情感性和规
范性两个维度的变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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